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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缘起、纷争与整合
——兼论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

侯利文

内容提要：“国家与社会”是社会科学界的基本命题之一，缘起于西方的政治哲学论争，其发展经历了前

工业化时期的“一元论”到“二元论”的演化，工业化时期的“社会中心说”与“国家中心论”的并存，以及后工

业化时期“社会中的国家”与“制度与生活”的整合性尝试，逐渐成长为社会科学界的主导性分析范式之一。

但近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呈现了一种“边际效应递减”、学术累进趋缓的困境。文章以学术脉

络的阶段分期为主线，围绕“国家与社会”的范式生产与知识建构，进行学术梳理、对话与反思；并在此基础

上尝试进行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综合性分析，以期为突破现有的研究瓶颈贡献力量。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纷争与整合；范式变迁；国家中的社会

“国家与社会”是社会科学界的基本命题之一，其缘起于西方的政治哲学论争，争辩地焦点在于，“社会

先于国家”抑或是“国家高于社会”，洛克、孟德斯鸠与黑格尔开此先河。在学术史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

展经历了前工业化时期的“一元论”到“二元论”的演化，工业化时期的“对立性”与“同一性”的并存，以及后

工业化时期“互动论”和“多元化”争鸣三个明显的演化分期。特别是，20世纪 90年代乔尔·S. 米格代尔

（Joel S. Migdal）“社会中的国家”范式将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转向了一个全新的问题论域和发展空间。无独

有偶，肖瑛也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进行了综合性尝试，研究具有启发性。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与社

会的理论范式与方法进路又开始了新的整合性尝试，一系列中观和微观角度的研究产生并逐渐实现了国

家与社会研究中“宏观议题的微观切换”。

但整体来看，经典研究之后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也明显呈现了一种“边际效应递减”、学术累进趋缓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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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①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到底历经了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路径，其缘起与发展，其纷争与对立，其整合

与反思各自解决了什么问题、又面临着什么新的困局，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与深化，本文尝试对这些

问题进行回答。文章以学术脉络的阶段分期为主线，围绕“国家与社会”的知识生产，进行学术梳理、对话

与反思，并重点与“社会中的国家”与“制度与生活”等综合性的尝试进行对话，以期为突破现有的研究瓶

颈贡献学术力量。

一、从“一体论”到“二元论”：国家与社会的初始缘起

国家与社会的初始缘起，主要指涉前工业化时期的时空场域，其基本特征为，从“一元论”到“二元论”

的发展与演化。此一时期的整体社会特征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社会结构

和经济结构都极为简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思想家眼里以朴素的“一元论”为主，直到

中世纪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才开始出现了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萌芽。

（一）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就社会的发展演化而言，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以群居、游牧为主，国家尚未形成，社会的分工也

主要以性别为主，分化极为简单，整体社会浑然一体，国家与社会处于原始的“同一”状态。随着私有制的

出现，社会分化加剧，矛盾不可调和，最初的国家（城邦）开始出现，人类也由此进入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

会，这一时期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城邦时期和国家时期两个阶段。城邦时期国家与社会职能没有具体的划

分，社会生活就等同于政治生活，国家作为唯一的政权组织形式，主导社会的一切活动，以战争（争夺土地

和人口）为口实担当了社会领域内的一切职能和活动组织，呈现为国家（城邦）军事化，社会国家化的混沌

状态，国家与社会实质上也是同一的。

随着近代意义上国家的产生，社会也由此步入了封建时代。比如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下大一统的封建

专制国家早在公元前 3世纪就已形成，出现了“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分化。但是封建专制国家中王

权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时刻在持续着，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

风之什·北山》），高度专断的王权（皇权）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垄断与高度控制。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国

家与社会虽有分野，但仍是同一的。

直到中世纪,国家与社会进一步分离，尤其是“教会”，在国家政治和俗民生活之间的出现、崛起，并作

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发挥作用，推动了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深度分化，这就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思想的出

现奠定了基础。

（二）思想演化进阶中的“国家与社会”

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国家与社会的演化也经历了从“一元论”到“二元论”的转向，这本质即是对国家

与社会“同一”的社会现实的理论映射，也是此一时期政治哲学家对“国家”与“社会”认识上的模糊与单一

的思想研判。“欧洲文明之子”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这一时期形成的城邦国家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他的“国家

① 刘安（2015）在《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及其学理反思——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也认为，“国家与社会”

的研究日益陷入一种同质生产、难以取得理论突破的境地，并从范式引入的学术背景、已有研究的爬梳、理论上的困境与突破进行了富

有创造力的论述。拙文《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变迁、现状与反思》（侯利文，2016b）也持相同的观点。

国家与社会：缘起、纷争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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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蕴含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论断——“人天生是一种政治性动物”（亚里士多德，2003:4）。他认为

“国家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国家,国家是公民的国家,社会是国家的社会,两者是融为一体的”（王建生，

2010）。“‘国家’（城邦）是‘等同的人们’为了‘达到最优良的生活’而结成的联盟，是一种以实现‘最高的

善’为目的的最高而包含最广的社团”（李世书，2005：240）。此即为国家与社会关系最为原始的理性判断。

作为过渡的中世纪神学家，则从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教会的崛起中得到了思想上的灵感，形成了初

步的“神圣国家”与“俗世社会”的“二元论”。国家与社会关系也由此开启了“二元论”的新时期。

二、两大范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典陈述

18世纪发生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个重大事件。一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及思想启蒙运动，

二是英国的产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进程。这两股浪潮一经产生，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在西方社会

掀起了思想解放、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一时间，经济结构迅速分化，社会结构与分层结构也实现了多

元化和复杂化，人们的思维结构也日趋开放和自由。此一时期，国家与社会各自演化，在外部因素的巨大

影响下，其关系也由此进入了“二元对立”的经典时期。

（一）以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社会本体论”

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反对封建神学成为理论界面临的首要任务，市民社会理论成为启蒙思想

家们反对封建神学的重要武器。其中，亚当·斯密最先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为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

论提供了经济学上的论证和发生学的理据。他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赋予经济活动以完全

的、充分的自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会自然而然地增进全社会的

利益。只要国家不干涉，个人就能最合理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王建生，2010:71）。这就是说他主张

作为经济领域的社会是独立于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的，市场的规律可以有效调控经济领域的活动秩序，实

现“市场可能”命题，个人只要遵循经济规律就可以实现社会领域的有序。这就为国家与社会的功能边界

提出了新的论断，破除了“国家全能”的神话。

启蒙思想家们则从社会契约的角度为市民社会的存在张目。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两种根本不

同的组织形式，社会先于国家而产生与存在，高于国家；国家是人们让渡权力，通过契约达成的结果，国

家受社会的制约。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尽管享有种种权利，但是留在其中的情况并不良好，

他们很快就被迫加入社会”，人们“各自放弃他们单独行使的惩罚权力，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

加以行使”（洛克，1964:77-78）。由此，形成了公民社会和国家。由此观之，市民社会是先于或外于国家

的，实质上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国家对市民社会只有工具性的作用，是人们基于契约而自愿让渡权力

的结果。

（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本体论”

18世纪末，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一反启蒙思想家“社会先于并决定国家”的理论界说，提出“国家

本体论”的论断，也由此开辟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国家中心论”进路。

黑格尔是第一个从思想史的角度系统提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并加以论证的人。他在 1821年出版

的《法哲学原理》中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思想。首先，在方法论上，黑格尔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类比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其中“普遍的国家，市民社会则具有特殊性”。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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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

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黑格尔，1961:309）而国家是“伦理理念的

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黑格尔，

1961:253）,国家具有普遍的利益关涉，具有普遍性。因此，市民社会的目的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国家则

是为了全民的利益而存在的，具有普遍性，是市民社会的目的。其次，就具体的观点而言，黑格尔的“国家

本体论”思想包括三个核心论断。其一，国家具有普遍性，市民社会则指涉特殊性（如上所述）；其二，国家

与市民社会不是决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统一的。但是他接着指出，国家与社会相互统一的地位并不是

对等的，“只有国家才能有效地救济市民社会的非正义缺陷,并将其所含的特殊利益整合进一个代表普遍

利益的政治共同体之中”（王建生，2010：72），这就意味着统一是非对等条件下的统一，国家具有至高无上

性和功能先在性，他强调“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原则。其三，从价值论的角度看，黑格尔认为，国家本身即

是目的,是价值所在，而个人和社会是为国家而存在；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只有在符合

国家期望和目的时才可能是有意义的，他赋予了国家相对于个人与社会的“本体优先性”和“价值中心性”

（王建生，2010）。

由此观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流变呈现出了多变的特征，哲学家围绕它的深耕也产生了丰富多

彩的理论洞见和思维路向。但其中主流是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说。这两大范式是工业化时期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基本界说，而且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流分析范式，从“一元论”演化而来，又形塑和建构着

国家与社会范式的后续演化，成为人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但任何范式都有其分析的效度与适

用的范围以及解释的效力，忽略了对范式本身的研究，或是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实际抑或是缺乏了对范式

的反身性对话，必然遭遇“范式的神话”与“范式的固化”，造成范式的“无意识运用”，无益于范式的进一

步更新与发展。由此，我们需要对“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研究展开反思与对话。米格代尔开启了先河，而

新时期肖瑛的“制度与生活”的视角也提供了启发。而这也就构成了我们接下来学术钩沉和扩展式想象

的内容。

三、综合范式的尝试：后工业化时期国家与社会的新趋向

国家与社会因其理论视域的广阔和分析维度的多元引发了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在这一

问题上的交叉与互动，在思维的相互激荡中呈现出多元化的动态争鸣与理论纷争。

（一）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①

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米格代尔的开创性工作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其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被

概括为两方面：其一，独一无二国家观的建构；其二，过程导向分析进路的演绎。

米格代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讲座教授，早年师从亨廷顿，

并深受艾森斯塔徳、希尔斯等大师的影响，毕生致力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反思和对话的基础上，看

到了韦伯式国家观的“简化论”倾向，进而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定义，提出了独一无

二的“国家观”。同时结合过程性的视角，从方法论的角度建构了“社会中的国家”分析路径，从“国家与社

① 详情可参见《社会中的国家：迈向国家与社会的综合性范式》（侯利文，2016a）。限于篇幅，在此不作展开分析。

国家与社会：缘起、纷争与整合

-- 74



Vol. 6 No.2, Mar. 2018
http://src.ruc.edu.cn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第6卷 第2期
2018年3月

会”相互作用与相互改变的“二重性”过程出发，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为是一种随着时空、场域的转换

而不断变化中的“关系实践”，继而实现了对“社会中心论”以及“国家中心说”单向度的纠偏，深化了对复杂

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开启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蕴。

（二）制度与生活：制度嵌含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日常化

20世纪 90年代“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经由西方汉学者的引介而进入中国，正是由于这一分析范式

与中国社会转型实际的高度契合，它迅速进入了众多学科学者的视域中，短短几年间，就取得了丰硕的研

究成果。①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在中国的运用更多的是规范层面的，这一宏

观视角对于发生在当下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难以有效描述、解释和预测，难以捕捉到国家与社会关系

的日常真实。这就需要进行理论的反思，找寻替代的可能。肖瑛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对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理论反思的。

1. 反思与论辩：国家与社会的性质界说

从字面意义上讲，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判，其前置的预设就是，关于“国

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的基本判断。而对这一基本判断的认识明显地受到人类思维方式和想象结构的左

右。对“国家”与“社会”的实体论和整体论判断是早期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在这一思维方

式下，其一，预设了两个范畴。即“国家”与“社会”，这两个范畴都被想象成“虚构的存在”，而且是一种均质

的实体和系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外在的独立性，独特的内部构成和运作逻辑。其二，提出了一个模

型。即关于国家与社会两个范畴关系的判断。与人们思维结构中的“二元论”相对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就被演绎为“国家”实体与“社会”系统的二元对立，“社会中心说”与“国家中心论”即是其学理表征。

但是后实证主义引发了人们思维结构的变迁，社会系统论与整体论也遭到质疑。“国家”整体与“社会”

系统也面临了“被解构”的风险。同样，国家是什么？社会在哪里？再次成为“悬案”。国家中心论与社会

中心说也因其实证主义的系统论基础而遭到了反思与批判。

就“国家”解构而言，米格代尔具有开创性。与韦伯的国家定义不同（乔尔·S.米格代尔，2013：23），米

格代尔实际上是提出了认识“国家”的两个视角。其一，国家是一种强大的观念，强调其整体性，它界定清

晰、高度统一，且能够被单一的措辞所言说；其二，国家是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是对整体观念国家

的解构，强调实践性，它异质模糊、丰富多样，只能通过多元、矛盾实践以及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联合互动

与比较中得到认识（乔尔·S.米格代尔，2013：23）。这就意味着国家具有观念上的整体性和实践中的多样

性，但绝不是一个均质的实体，忽视国家的层级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认识以及国

家能力的判断都将是片面的、单一的和被遮蔽的。

对“社会”系统性的强调也经历了同样的质疑。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提出，社会多呈现为

“多重相互叠压和交织的权力的社会空间网络”形态，完成了对一元、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否定。“社会不再是

一个边界明确、纲举目张的统一体，而是由各种‘行动者网络’构成，多中心、充满矛盾和张力”（肖瑛，

2014：89），社会是一种充满张力和角力的复杂的场域。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构成是极度复杂的，瞬息万变

的。任何对社会的单一想象和静态言说是不能达致对社会的准确把握的。尤其是身处后现代解构主义的

① 有关“国家与社会”在90年代取得的学术成果，可参见，郑卫东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中国农村观察》

2005年第2期）与何海兵的《“国家—社会”范式框架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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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中，“社会”更是变得扑朔迷离、难以描摹，唯一可行的就是在过程的关注中把握“流动”①社会的复杂性

与多面性。

2. 替代性视角的提出：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

在上述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学界开始了建构替代性视角的尝试。其中肖瑛（2014）《从“国家与社会”

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以下简称“肖文”）的努力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一

方面，肖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过程—事件”（孙立平，2001）分析方法与“结构—制度”（张静，2000）分析

方法以及“多元话语分析”（谢立中，2007）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方法效度进行了批判与综合；另

一方面，从内容维度的角度对既有的实证研究聚焦于宏观制度变迁，而相对忽视或是将深层次的文化机

制变迁的模糊化操作进行了钩沉，并从常人方法学的案例透视中汲取灵感，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与生

活”的分析路径。

就该分析路径的基本内涵，肖瑛阐释如下：“‘制度’指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持国家的各级各部门代理人

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既是实

用性的、边界模糊的（如各种偶然出现或权宜性地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应对策略和技术），又是

例行化的、韧性的（如托克维尔用以表征一个社会基本情感结构的‘民情’(mores)及各种‘非正式制度’或

曰‘习惯法’）。”（肖瑛，2014：92）就具体的分析内容而言，肖文指出了“制度与生活”关系的三个方面，其

一，“制度”的非完全宰制。国家的层级化所导致的“道德风险”以及“制度缝隙”的存在，为“生活”的逻辑和

实践的策略的侵蚀提供了成长的机会空间。其二，“制度”与“生活”的相互嵌入与形塑。制度与生活并非

简单地对立关系，制度一经形成就以改造和规范生活为己任，但是这一“改造”是置于“生活”浸淫中的

改造。这一逻辑上的“先在性”就构成了制度实践者意识中的“行为惯习”和“前见”，进而使得“改造”显

得扑朔迷离。其三，“制度”的策略应对。面对着“生活”的销蚀，“制度”的实践必然是策略性的。它既

可以依托自身的“合法性”（正式性）来吸纳非正式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将其建构为自身的一部分，从

而实现制度的优化；也可以通过消极回避的策略来维持自身的“名存实亡”和“象征存在”，等待着制度

的更新换代。

此外，肖瑛认为制度与生活上述复杂局面的呈现，本质上是由制度代理人以及生活实际参与者的异质

与复杂决定的。而处于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之间的，正是各类正式制度的代理人与生活实践的实际参与

者②。这样，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就演化为行动者对正式制度与习惯法的身体化实践过程③。而行动者就成

为“制度与生活”互动与交织的真正承载者，也正是通过“行动者”的引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被行动者所

置身的“制度与生活”所替代，宏观的视角实现了微观上的切换④与非连续性地链接。这样，肖瑛通过沿袭

① 鲍曼用“流动性”来概括现代性的多变性。其实，社会也是处于流动中的。从而，对流动社会的认识，过程性是一个有效的视角。

而这也构成了笔者下面建构分析范式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② 肖文认为，正式制度的代理人就相当于韦伯笔下的“官员”，而生活主体则是日常生活中的正在经历和过活的现实中的“人”。

③ 这一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不同行动者对不同制度做情境性和权宜性的诠释和援引，不同行动者间关系的推进，以及不同制度间

的纠缠——包括在同一行动者的心智结构中的碰撞或无意识的共存。在这些纠缠中，制度本身在改变，行动者间的权力关系也在发生

变动，行动者的认知亦会不断再生产，从而在制度和民情两个层面推动社会变迁。”（肖瑛，2014：92）。
④ 笔者这里使用的是“切换”，而不是肖文中的“转换”，是因为笔者认为，国家与社会同制度与生活是层次不同、性质相异的理论范

式。“转换”意味着联系性和平稳性，而“切换”则表征了断裂性与突兀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制度与生活”对“国家与社会”的替代显得

不是很成功。行动者在“制度与生活”的分析路向中某种程度上是被忽视或是弱化的。

国家与社会：缘起、纷争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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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提用的丰富想象力，将“国家与社会”的系统论想象还原为实践中的分殊，既超越了

“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窠臼，也通过回归生活和找回实践的尝试，将日常生活实践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进

行了链接，为探究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肖瑛，2014:95），实现了从“国家

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的转变。

3. 回归生活的努力与启示

制度与生活，以具体的制度实践为分析蓝本，以事件为中心的条分缕析来洞察宏观制度的起源、变迁

与操作，在实践中展开的与其他制度丛以及不同生活主体的相互渗透与形塑。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其要者有二：一是对行动者的找回；二是对回归生活的强调。

就其前者而言，在制度与生活范式中，行动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分析对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制度与

生活之间的总体性紧张。制度与生活的关系实践就是以“行动者”——正式制度代理人和生活主体，为中

心的实践过程。这一实践过程具有两个重要面向：一方面，行动者通过各种策略的权变性应用创造形式以

迎合正式制度的要求，是被动合法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行动者采取变通、非正式运作的方式，运用“生活中

的资源”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日常反抗”以与正式制度进行着博弈协商，是主动合法化的过程。正如肖文中

所言，“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的关系必然具象化为浸淫在不同正式制度与民情以及习惯法中、有着不同生

平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肖瑛，2014：102）。

就后者来说，对日常生活实践回归的强调，使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说空间发生了切换，在某种程度上

使“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成为可能。制度是正式的制度；生活，是非正式的民情与习惯法。制

度与生活实质上是生活化的“制度”或是制度化的“实践”。其实，从理论的性质上来看，国家与社会属于宏

观层面的理论，制度与生活则是针对“国家与社会”单一维度上的操作化① ，属于相对微观层面上的理解。

宏观理论旨在提供思维向度以启迪社会学的想象力；微观理论则重在解释与分析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现

实对应性。从理论性质上看，国家与社会已成为认识转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制度与生活则开启了

“从主体到规则（制度）”的研究转型。

总之，肖瑛通过回归生活、找回行动者的尝试，建构了“制度与生活”的范型，实现了对被国家与社会

视角下所遮蔽的中国社会变迁复杂机制的认知，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但是正如上述的分析所言，单

一维度的操作化，能否被用来替代“国家与社会”研究视角下所昭示的理论向度，这是尚需进一步考量的

议题。更深入的拓展在于结合具体场域所进行的分析维度的建构，正如肖文中所言，“制度与生活提供的

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切入点和分析框架，其具体运用应该是基于具体的社会背景建构相应的分析维度”（肖

瑛，2014：103）。

四、国家中的社会：迈向国家与社会的中国范式

自米格代尔提出“社会中的国家”之后，“国家与社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互动的过程性视角开始被

① 这个单一的维度，指的是“制度”。而为什么说是单一维度上的操作化，这是因为，在肖瑛看来，制度是正式的“制度”；生活则是非

正式的“制度”。这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某种程度就被置换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民情之间的关系，而在针对制度（变迁）的分析中，行动

者是很容易被悬置或是弱化的。而此则构成了笔者进行“制度与生活”范式修正的思考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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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括进“国家与社会”的分析中。但是“社会中的国家”可能只是西方话语映射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虚幻图

景，与中国的历史实践和现实经验不符。在中国的基层社会中，可能“国家中的社会”是更为真实的存在

（侯利文，2016a）。

实际上，从“社会中的国家”到“国家中的社会”，绝非一种装饰性的使用和语言辞藻上的故弄玄虚。它

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学术自觉。社会中的国家，在中国情景中的运用可能会遭遇效用上的折

扣和方法上的挑战（侯利文，2016b）。而国家中的社会，从方法论取向上，可以融合“主体—关系”和“策略

行动”以及“过程事件史”的视野。一则，可以避免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时出现的“单向度”制度解释

的倾向，避免将“国家”与“社会”这两个分析单位作“整体化”和“实体化”处理, 进而揭开掩盖分别发生在

“国家”与“社会”内部的差异、分歧、冲突与互动的丰富图景；二则，通过对具体实践过程的展演，借助于对

社区场域中事件过程的现实描摹, 在动态中揭示事物的“隐秘”部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具象化，不仅可

以将微观行动研究难以整合的行为模式包括在内，而且以往在宏观分析的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遗漏的影

响因素也可能被呈现出来，而这些因素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实践（将“国家治理转

型”作为自变量，分析其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尤其是，国家治理转型的

不断推进，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层面上正在发生的变化背后所蕴含的“国家—社会”关系变化的

研究）。对“国家中的社会”研究范式而言，既是为了破除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性、一

体化假设，既非“社会中心论”，也非“国家中心说”，同时也不同于“社会中的国家”的本体论域，而是基于

“社会”嵌含“国家”势力中的中国现实，国家作为多元的构成在社区治理中是时刻保持“在场”的，体现为现

实中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彼此的互动与渗透，交互作用和因果影响，同时，还是一种随着时空、场域的转换而

不断变化中的“关系实践”，这就为本来宏观抽象的理论思辨注入了具象的实践文本，这一切换所得到的研

究进一步为“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命题注入了中国元素，具有理论自觉的意义。

既然国家是层化的（米格代尔的启示），社会是丰富的（肖瑛的意涵），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必然是

多样的、动态的和复杂的。这也是任何单一的理论范式都难以准确描摹的。“社会中的国家”的尝试也好，

“制度与生活”的努力也罢，抑或是“国家中的社会”，其实提供的也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切入点和分析框架，

其应用也要结合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实践场域建构相应的分析维度，演绎出具体的理论命题，进而来透视国

家与社会关系。这才是实现“国家与社会”范式转变的关键之所在。

因此要获取对于国家与社会的认识，我们需要建构更具整合性、操作性分析路径。这一分析路径要

能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研究的具象化和可操作化，能从更为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

系；也要融合“制度与生活”视角以及“社会中的国家”范式对过程性的重视以及对回归生活的强调，通过

微观的主体实践、中观的关系互构，以及宏观的结构展演，实现对结构制度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的综融，

对静态视角与动态维度的关注，以及对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者）的把握。从方法论取向上看，它融合了

“主体关系”和“策略行动”以及“过程事件史”的视野，让国家与社会的研究可以日常化、具象化。从本体

论意义上看，它提供的也只是一个一般性的切入点和分析框架，其具体的应用也要结合现实的社会背景

和实践场域建构相应的分析维度，演绎出具体的理论命题。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中的社会”要获得更

多的分析性价值和意义，尚需要更多学者的持续对话与互动。

国家与社会：缘起、纷争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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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nd Society: Origins, Disputes and Integration:

On Xiao Ying’s Article“From‘State and Society’to‘System and Life’”
HOU Li-wen

Abstract：“State and Society”is one of the basic proposition of social science, which originated in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debates. its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the pre- industrial period of“mo⁃
nism”to the evolution of the“dualism”,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society centric approach”and“state-cen⁃
tric approach, as well as the post-industrial era of“state in society”and“system and life”integrated at⁃
tempt, then it has grown to become the dominant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 analysis.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s also clearly presented a kind of“diminishing margin⁃
al effect”, the plight of academic progressive slowing. Taking the stage of academic context staging as the
main line, and focusing on the paradigm of“state and society”production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e
article conducts academic carding dialogue and reflection, and tries to study the paradigm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comprehensively and analytically,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Key words：State and Society; Conflict to Integration; Paradigm Shift; Society i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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